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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主要针对如下几个问题展开。首先，论述了认识与理解之间的差别在于，理解除了需要
把握事物的规定性外，还需深入到它们的“理据或理由”的层面，甚至还包括把握它们的意义与价值等；
理解是一种对对象的重新解释的活动。其次，论证了理解的基础并非是事实性的，它依据的是理由。理
由虽与事实有关，但并不等于事实。事实是自在的、客观的，理由则既可是客观的，也可是主观的。把
某种事实作为理由是经过主观的选择、解读、判断的结果。自然事实具有可重复性，理由则未必如此。
可以有普遍的理由，但不存在普遍的事实。最后，探讨了理解与解释的关系。理解是通过解释而形成的。
理解的解释总是在不同的理由中寻找最佳的理由，因此，它在方法上属于最佳解释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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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is concerned mainly with the following issues. Firstly, I expound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consists in that in addition to grasping the prescriptive nature of things, 
understanding needs to penetrate into the “evidence or reason” of things, even including grasping their meaning 
and value, etc. Understanding is an activity of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ubject investigated. Secondly, I argue 
that the foundation of understanding is not based on facts, but based on reasons. Reasons are related to facts. 
However, they are not the same.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facts are objective, whereas reasons can be not only 
objective but also subjective. Taking a fact as a reason results from subjective choice, interpretation and judgment. 
Natural facts are repeatable, but it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for reasons. Maybe there are universal reasons, but 
no universal facts. Finally, I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Understanding is 
obtained by means of explanation which always seeks to find the best reason among diverse reasons, therefore its 
methodology is the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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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里查德（Duncan Pritchard）可作为其中的一个代表。他的理由是知识缺乏最终的价值，而理解显然具有这种最终价值。
近二三十年来在分析哲学中，“理解”的问题
得到较多的关注。不仅在知识论的层面上，而且
还在哲学本身的层面上。就前者而言，知识论学
者们提出，理解比一般意义上的认识更深入，更
有价值，更能把握整体，能够避免葛梯尔问题、
避免凭运气而来的认识，等等。因此，甚至有学
者提出，知识论的研究中心，应当从“知识”转
向有更高价值的“理解”。①[1] 就后者而言，麦克
道威尔也意识到建立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意义上
的“理解”论的重要性，提出“我们必须明确地
将自然科学的理解与这样的理解区别开来，后者
是通过将被理解的东西置于理由的逻辑空间中而
获得的”。[2]
分析哲学、尤其是知识论发展的这一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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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本文将主要针对如下几个
问题来展开。首先，为什么在认识之外还需要理解，
它们之间的差别何在？其次，理解的基础是什么，
或者说，它依据的是事实还是理由？最后，是理
解与解释的关系问题。
一、理解与认识的差别
在展开有关说明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的
例子。
大家都知道①《红楼梦》是一本小说，但有人
将它理解为言情小说，有人却理解为封建社会没
落的写照。
大家都知道“因果性”指的是事物之间原因
与结果的联系，但休谟将它理解为是我们的想象
力的习惯性联想，而康德则将它理解为一种先天
必然的法则。
大家都知道“环境”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家园，
但对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在不同时代却有着不同
的理解。在近代，人类以征服环境为荣，在现代，
则以保护环境为己任。
这些例子表明，理解与知识是有区别的。知
识可以仅仅是对事物的某种性质或关系的了解，
但理解则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知
识是确定的，但对于同一事物则可能有不同的理
解。知识是价值中立的，但理解则不免有价值因
素的介入乃至预设，等等。
另外，从教育实践的角度说，我们强调学习
者应当获得对知识的理解，而不单单是懂得某些
知识。这同样提出了类似值得探讨的问题：什么是
理解，为什么在知识之外还需要理解，它与知识
的差别何在？
正是由于“理解”概念在认识上的重要性，
因此它不仅在欧洲大陆哲学中、尤其是在诠释学
里得到长久的关注，以至于后来构成伽达默尔的
经典著作《真理与方法》的核心问题，即“理解
是如何可能的”；而且在近期的分析哲学中，它也
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理解之所以有别于知识，
或者说高于认识，近期知识论学者们给出的一个
较多的解释是，理解把握的是信息体中的整体性
的关系，而不像认识那样仅仅是个别的、片段性
的关系。就此，卡万维格（Jonathan L. Kvanvig）
写道，“理解的特征在于它把个别的片段性的信息
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3]因此，把握信息体中
的一致性的整体关系，对于理解是关键的。
在这方面，厄尔金（Catherine Elgin）所持的
也是相同的看法。她认为，“理解者必须把握各种
不同要素的‘真’在解释中是如何相互关联的”，[4]
这指的也是理解必须把握事物的有关要素之间的
内在联系的意思。就此她给出的一个例子是，假
如只是孤立地理解“在马拉松战役中雅典打败了
波斯”，也就是只局限于这个命题，那么理解与知
识的区别就显得是很轻微的了。但假如对此事件
的理解是处于一个对希腊历史的、广泛全面的、
一致的信息体的把握，对该战役情况（如两军的
战略战术）的完整的把握，那么它与“认识”的
不同就是明显的了。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解释虽然有一定的
道理，但并没有真正把握理解与认识的根本差别，
没能说清理解之所以高出认识的地方。因为对于
“系统论”、“控制论”之类的认识，它们的目标也
是把握对象的整体性联系，而不是仅仅停留于个
别性认识的层面。因此从是否把握了整体性的信
息的角度，并不能说清理解为什么高于认识。
对此问题的另一种有代表性的回答是，因为
知识仅仅在于认识了 p，而理解则把握了 p 的原因。
换言之，与认识相比，理解获得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这体现在它把握了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这种观
点属于知识论上的一个主导性的观点，其源头可
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在现代哲学家中，刘易斯
（David Lewis）也持有这样的看法。他认为，理解
一个事件就是“具有”关于这一事件的原因的信
息，即把握了有关的命题。格林（Stephen R.Grimm）
并把这类观点表示为如下的一个“命题模型”：
（a）S 具有 p 的原因的知识，
正是基于
（b）由于 q，S 认识到 p。[5]
格林对此给出的例示是，咖啡溢出，是由于
桌子被碰到了；我的儿子出现了过敏反应，是由于
吃了一些花生。
不过，把认识与理解的区别归结为是否把握
了事物的原因，这种解释存在一定的困难，并且
①这里使用的“知道”一词，对应于英文的 know。因此，文中有时根据中文表达的需要，将 know 换写成“认识”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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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已受到了质疑。有的反对意见认为，对于理解
而言，有关原因的认识并非是必要的。这或是由
于对于理解来说，缺乏某种知识也是可以的；或是
由于理解也可以产生自非因果关系的来源。另有
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对于理解来说，因果关系的
知识并非是充分的条件。
普理查德就此曾以下述的例子来进行论证。
家里的房子失火了，孩子问消防员失火的原因，
得到的回答是由于电路短路。于是，孩子知道了
失火的原因。但是，“由于他并不具有短路如何能
够引起火灾的概念，因此我们很难想象这就足以
使他理解为什么他的房子会发生火灾”。[6]这表明，
即使抽象地知道了某件事情的原因，但这并不等
于真正理解了有关事情的道理或理据。用上面提
到的那种反对意见来说就是，获得原因的知识并
不是理解的充分条件。
普理查德的这一质疑是有效的。它实际上涉
及到了理解的“标准”问题，也就是说，在什么
意义上可以说某个人对某件事物具有了理解？
这一标准似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理解者
是否把握了所关涉到的事物的“理”，亦即理据或
理由。仅仅知道一个事物或事件的原因还不足以
构成理解。只有在把握了这一原因的“如何（how）”
能够产生有关结果的道理之后，才能够称得上是
理解。二是，理解者对于所理解了的道理是否能
够加以运用。假如一位医生只懂得某些疾病的理
论，但却不能运用于临床，对病人的疾病无法正
确加以判断与诊治，这能说他对这些疾病有理解
吗？
由上述标准还可得出理解是一个具有程度性
的概念。对于不同的人而言，他们对相同事物的
理解是有程度上的差别的。对于非专业性的人士
而言，只要他们了解了有关事物的关系，不仅知
其然，而且还知其所以然，就可以说是达到理解了。
但对于专业人士而言，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
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能够对有关的理论加以运用，
才可称得上是理解。学校教育的根本指向，实质
上是使用一些不同的手段，来帮助学生达到理解
的目标。例如，通过做习题练习、到企业单位进
行实习等方式、途径，都是旨在使学生能够对所
学的知识达到真正的理解。
归结起来，笔者认为理解与认识的差别表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虽然理解与认识具有相
同之处，即它们都获得了某种信息，知道了对象
的某些规定性，即“知其然”。但是，假如我们不
满足于此，还要进一步“知其所以然”，把握事物
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与理据，那么仅仅停留在一般
意义上的“知道”的层面上是不够的，还需深入
到它们的“理据或理由”的层面。其次，从根本
上说，理解是有别于认识的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
这种区别就像我们虽然能够知道某首诗，但却未
能理解它一样。这里，理解与认识的不同在于，
理解并非是仅仅具有一般知识的属性，而是还需
要把握对象的意义与价值之类的东西。在一些领
域（如道德与社会等），所谓的“事实”乃是理解
与解释的结果。什么是“善”与“恶”，什么是“公
正”，这一类的观念从根本上说不过是人们理解的
产物。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接受同性恋，有的人就
不能接受，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显然就是出于
人们的不同理解。最后，理解是一种对对象的重
新解释的活动。人类通过自己对客体、包括对自然、
社会与文化所得出的不同理解，形成不同的信念，
并将它们付诸实践，从而改变着世界，产生着多
元的文化。文化的实质，正是出于不同族类、不
同人群对自然、社会与生活的不同理解，而构建
出来的多元化的产物。
二、理解的基础并非在于事实性
以上论及的是理解与认识的不同。比起一般
的认识来，理解还需深入到事物的理据。与此相
关的一个问题是，理解的基础是什么？我们是基
于事实性来进行理解呢，或是基于某些理由来做
出理解？假如是后者，那么事实与理由的区别又
是什么？这里，我们拟用哲学史上对有关“因果性”
概念的不同理解为例，来切入并分析这一问题。
不论是科学家或常人都在使用因果性概念。
看到天下雨了，人们出门就会带伞，因为知道否
则就会被雨淋湿。但什么是“因果性”，在认识上
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来自何处，并且这种联系
是否为必然的，这就未必是人们所能理解的了。
要理解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的性质，需要找出
有关的理由或根据。
哲学史上最为典型的有关解释，如同大家所
知的，是由休谟与康德分别给出的。休谟依据的
是事件之间联系的可重复性，因此断言因果性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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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我们的想象力的习惯性联想。而康德依据
的是先天的经验判断规则在其中所起的综合与规
定作用，因此给出的结论是因果联系的必然性来
自于知性运用规则的建构。这两类理解上的不同，
依据的是不同的解释理由。这一例子同时也表明
理解与解释是不可分的。（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后面会专门进行论述。）
上述例子表明，对因果关系性质的解释的关
键，在于给出相应的理由，论说各自的道理。对
于这类哲学意义上的理解，是难以诉诸事实或真
来判断、来解决的，而是需要依据理由来进行。
对此，人们或许会反驳说，难道理解可以不
依事实来进行吗？这就涉及到当今理解论所争论
的另一个问题：理解是否是事实性的？
对此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如卡万维格，宣称
知识与理解都是事实性的，与理解有关的对象（例
如人、理论、实在的部分等）都必须是真的。他
认为，除非构成我们有关论题的一致性的大部分
命题以及所有核心的命题是真的，否则我们无法
理解该论题。知识与理解的差别在于前者是片段
性的、个别的，而后者是整体性的信息体。在他
所区分的“命题的理解”与“对象的理解”这两
种类型中，在后者那里，事实性是处于背景之中的。
一旦我们越过事实性，“理解的核心本质就在于把
握信息项之间的关系”。（[3]，p.197）
否定性的意见方面也可区分为两种。厄尔金
并不否认理解与事实的关系。在她那里，所谓的
知识是事实的，指的是除非p 是真的，否则某人并
不认识 p。不过她认为不应当把理解局限为事实性
的，否则这样的规定会是过于严格的，会对理解
给出不恰当的限制。在她看来，做出这种限制既
不能反映我们归之于理解的实践，同时对于当代
的科学也是不恰当的。因为科学使用了并不映现
事实的理想化与模型的方法。
进一步说来，厄尔金认为假如把理解也看作
是事实性的，那就意味着理解是一种知识，但如
此一来理解必须是一长串相关命题的合取。这使
得理解面临着如下几个问题。首先，它无法迎合
理解把握了原子命题之间的联系的要求，也就是
把握了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不仅仅
只是一种一致性的关系。其次，它无法迎合这样
的命题，即把握了几何命题的学生，比仅仅知道
该命题的学生能够有更多的应用。第三，它也无
法迎合这样的事实，即并非所有包含了对于一个
主题的真正理解的命题都需要是真的。此外，厄
尔金不赞同理解是事实性的另一个理由是，理解
有着程度上的差别。她论证说，即使某位教授和
学生都相信某个给定的事件是“真”的，但他们
对这一“真”的重要性或意义的理解却是有差别的。
例如对于古代雅典打败波斯的战役，教授能够认
识到它的意义，而学生仅仅知道它是真的而已。
有位学者里格斯（Wayne Riggs）甚至主张可
以有基于错误理由的理解。他反对卡瓦维格关于
理解以事实为基础的看法，认为存在一些这样的
情况：即使在人们相信某种并非“边缘的”、而是
相当“核心”的错误事情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可
以有理解。他给出的例子是：假定我理解自己的
妻子，能够在一个较广的范围内可靠地预见她的
行为，等等。因为我具有关于她的过去与现在的
性格的事实，这包括相信在她三岁曾经历过一次
造成精神创伤的轮船失事，这使得她总是不愿意
在海上旅行。然而实际上她并没有过海难的经历，
而是由于父母的不小心，使得她在 2 岁（而不是 3
岁）时从码头上跌入海中。所谓的海难是她的父
母为了不让自己的心灵受折磨而故意这么编造的。
基于上述的理由，里格斯主张必须“放宽”对于
理解的事实性的限制。[7]
不过在笔者看来，里格斯的这个例子并不具
有典型性，缺乏说服力。因为，尽管“妻子”之
所以害怕海上旅行的原因并非是“我”从她的父
母那里得知的那一个，但相同的情况是，它们都
是某种原因，并且这两个原因在性质上是很相似
的，都属于意外落水而造成的惊吓，只是情况有
所不同而已，因此不能以此为依据来论证理解并
不以事实或真为基础。恰恰相反，它反倒表明理
解是需要找出导致既有结果的原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笔者也不赞成理解
的基础是事实性的，但所依据的道理与厄尔金和
里格斯的并不一样。基于上面所论述的理解与认
识的差别，我认为尽管理解是对于事实（包括行
为及其目的等）的理解，但所做出的理解的依据
却在于理由，而不是事实。事实只是构成理解的
对象，就像因果性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但对什么
是因果性的理解却是借助理由来对它进行解读而
得出的。理解需要给出理据或理由，而理由或理
据虽然与事实有关，但并不等于事实。事实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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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是理解的对象，但理由是经过主观解读的、
诠释的，是理解的依据。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那
几个例子，即对于《红楼梦》等可有不同的理解，
表明的正是这一点。
假如说理解的基础是事实性的，那么一旦理
解符合了事实，这意味着该理解是真的，这样一
来由于真理只能有一个，理解也就只能有一个，
相应地这一理解也就完结了，不存在新的理解的
可能。那么进而说可以有不同的、不断的理解，
就是矛盾的。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就像对于“同
性恋”这样的相同事实，人们却总是基于不同的
理由而做出不同的理解。
以上的论述表明，理解是一种有如麦克道威
尔所说的处于“理由的逻辑空间”之中的活动。
在本文开头的部分提到，麦克道威尔区分了“自
然科学的理解”与“一般而言的理解”，前者是受
自然规律所制约的，因此属于“自然的逻辑空间”；
后者则是由理由的确证所决定的，亦即通过给出
确证性的理由来决定有关理解的可接受性，因此
属于“理由的逻辑空间”。在这方面，麦克道威尔
的思想的一个目标，是要反驳他称之为“露骨的
自然主义”的经验论，也就是反对那种将“经验”
视为一个决定认识的正确与否的“法庭”的看法。
他赞同塞拉斯的如下观点，即认识论易于陷入一
种自然主义的谬误，也就是把知识归之于某种“经
验的描述”，而忽视了它的规范性语境，包括确证
性的理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亦即通过某一事物
来证明另一事物的正当性或正确性。
把理解的基础认作是事实性的，实质上是类
似于麦克道威尔所说的以“经验”作为理解的正
确性与否的“法庭”，把理解交由经验事实来判
定其真实性。然而，由于理解是通过对事物的道
理的领会，以及通过理由的论辩来获得的，因此
与其说理解的基础是事实性的，莫若说是理由性、
论辩性的，这更能有助于说明理解的性质与活动。
三、事实、理由与理解
下面我们将延伸这一问题的探讨。麦克道
威尔的上述思想中，与本文的问题有关因而受到
笔者关注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它反对能够具有
某种单纯的经验的描述，而认为对于一般的理解
而言，其正当性或正确性取决于给出的理由，而
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诉诸于规律。二是，它断言
“一种单纯因果的关系不能充作一种确证的关系
（justificatory relation）”。（[2]，p.71）这一观点与
戴维森的下述主张极为相似。戴维森曾宣称，外
部事实虽然能够引起我们的知觉的产生，也就是
对信念的形成具有因果作用，但却不具有确证的
作用，因为感觉与信念之间并不具有逻辑的关系，
因而信念的确证取决于其系统内部的观念之间的
一致性。①[8]，[9] 
就第一点而言，我们可以借用它来支持我们
反对理解的事实性基础的主张，因为如果宣称知
识与理解都是事实性的，这等于是将经验作为理
解的“法庭”，由它来判定理解的合理性。②[10] 假
如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可以依靠单纯的经验的
描述，也就是可以有某种与理解者的心灵状况、
尤其是与它所具有的理由无关的“真”。在这一意
义上，很容易将卡瓦维格的观点归入麦克道威尔
所称的“露骨的自然主义”，因为它并未反思“事
实性”概念对于理解来说可能存在的问题，如理
解过程中的理解者的心灵状态、观念背景、所使
用的理由的介入与可能产生的影响的问题。
进而言之，本文赞同麦克道威尔的理解是基
于“理由的空间”的主张。之所以如此，其基本
依据是事实与理由的不同。事实（现象、事件、
事态等）构成了我们理解的出发点，是我们据以
解释的对象；但如何进行解读，依靠的则是我们所
具有的理由。事实可以被用来作为理由，但事实
本身并不等于理由。
对于事实与理由的不同，我们还可以做出如
下的分析。
其一，事实是自在的，客观存在的，理由则
既可以是客观的，也可以是主观的。事实的客观
性体现在我们无法改变它。中国有座万里长城，
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但即使是对于同样一
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理由既可以源于客观的事
实（如家贫无法上学），也可以是主观性的意图（本
人不想上学）。在主观方面，理由可以是某种观念、
①对于戴维森的这一主张，笔者曾经提出反对意见。
②笔者认为理解所遵循的原则应是合理性，而非如麦克道威尔所说的是“正当性或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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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意向等（如某人为什么退学，是因为他想
去创办公司）。对于理解而言，特别是对于人的行
为的理解而言，由于行为的目的性与意向性具有
价值与意义的色彩，因此它们需要依靠理解者的
解读。正是这种解读性使得理解更多地取决于理
由，而难以取决于单纯的“事实”。
其二，把某种事实作为理由是经过主观的选
择、解读、判断的结果。足球赛中的是否“手球”
的裁定，出自于裁判员的判断。这种判断虽然是
基于事实的，但并不等于事实。这一“不等于”
是由如下几个要素构成的。首先，与裁判员的水
平有关系。一个裁判员的水平越高，他的有关判
断就越准确，越不容易出现失误。其次，与裁判
员的职业道德水平有关系。所谓的“黑哨”指的
是故意做出违背事实的裁定。三是，与当时裁判
员所处的特定位置以及所形成的视角有关。假如
他处于一个被遮挡的位置，视角被挡住了，这就
容易造成他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受诸如此类
的各种因素所影响，“手球”的裁决虽然是以事实
为基础的，但它并不等于事实，而只能说是出自
裁判员所给出的理由。
其三，自然的事实之所以能够被认定为是事
实，一个主要的依据是它的可重复性。对于可重
复的现象，在得到相同的观察的结果，产生相同
的感觉印象之后，显然这一现象的“事实性”就
具有较高程度的可靠性。然而，理由并不必然具
有这样的可重复性。也就是说，假如换为另一位
裁判，即使是在相同的情景下，他仍可能提出不
同的理由，做出不同的裁决。理由的这种未必有
重复性导致的结果是，人们在对某种行为做出理
解时，必须为自己的理由提出辩护。
其四，可以有普遍的理由，但不存在普遍的
事实。当我们采用事物的规律或原理，或某些理
论上的（如哲学上的人性的善或恶）预设时，这
样的理由是普遍性的。例如要理解昨晚室外的水
为什么会结冰，我们可引用水在零度之下会结冰
的规律来作为理由。但事实总是个别的，具体的，
总是发生于特定的时间空间之中的。所谓的“普
遍事实”，不过是出于人们的概括而来的普遍命题
而已。①[11]
就第二点，即单纯因果的关系能否作为一种
确证的关系而言，假如否定性的主张能够成立，
那么当今理解论中的那些将认识与理解的区别归
之于除了具有命题性的知识外，理解还把握了有
关对象（事件）的原因的看法，就将统统被判为
无效的，因为这种因果关系构不成有关理解的理
由。然而，在现有的理解论中，将理解归结为把
握某种原因是如何引起有关结果的看法，却并非
个别的。例如，普里查德曾说到“因果理解的标
准观点”是，要理解为什么某人的房子发生火灾，
就是要去知道这一火灾的“原因”。（[1]，p.127）
格林认为，理解意味着认识结果是如何因果地依
赖于其原因，亦即把握原因与结果是以何种模式
关联起来的。
对于上述麦克道威尔的“一种单纯因果的关
系不能充作一种确证的关系”的看法，本人持一
种反对的意见，因为它似乎只说对了一半。假如
他的意思是说，单纯的因果关系是不能自己确证
自己的，亦即区分开事物本身的关系与认识的确
证关系，那么他的这句断言是对的。这就像“天
下雨”的现象本身不能对“地湿”的现象做出理
由上的确证一样，因为谁都明白，“天下雨”这一
现象本身并不会言说，并不会为“地湿”的现象
证明什么。但是，假如他的意思还包括人们无法
利用因果关系来对有关的现象进行理由上的确证，
那就是错误的了，因为这种确证是依靠证据或理
由进行的。而理据或理由包括利用现象或事实。
因此，“天下雨”这样的现象是可以被用来说明“地
湿”的原因的。既然可以，那么否定事物间的因
果关系可以用来作为确证的证据或理由，那就是
无法成立的了。
四、理解与解释的关系
上面我们论述了理解并非建立在事实性的基
础上。相反，由于理解可能具有的多样性，因此
它从根本上说是以理由为依据的。理由作为解释
项，它与被解释项之间构成了一种推论的解释关
系。与此相关就涉及到理解与解释的关系问题。
首先，理解与解释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既然
①金岳霖也曾反对有普遍事实的存在。他的论证是，就像概念并不表示普遍的个体一样，普遍的命题也不表示普遍的事实。
所谓“普遍的事实”同“普遍的个体”一样，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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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是借助理由而进行的，而提出某种理由意味
着给出一种解释，因此理解是通过解释而形成的。
此外，解释总是在不同的理由中寻找最佳的理由，
排除不恰当的理由，因此，解释属于一种最佳理
由的解释。上面我们提到休谟与康德对于“因果
关系”经验的不同理解，下面我们就以它们为例证，
来说明它们所表现出的解释的结构、性质与方法。
通过这一说明，我们将表明理解的方法属于“最
佳解释的推论”的方法。
我们先从休谟开始。从结构上看，休谟的分
析是这样的：
（1）我们从经验中得到有原因与结果的关系，
我们力求充分地解释这种关系。[12]
（2）要理解因果关系的观念，必须追溯到它
们的根源，从它们的“来源”入手。它们显然是
我们从经验中得来的关系。
（3）从因果观念所由产生的印象，可以发现
因果关系的观念必然是从对象间的某种关系得来
的，接近关系和接续关系是原因和结果的必要条
件。
（4）由于这两种关系是不完全的、不满意的，
因为因果关系丝毫也不依靠它们，或者说虽然一
个对象可以和另一个对象接近并且是先在的，但
两者之间未必构成因果关系，因此排除因果关系
的观念是得自于对象本身的。
（5）由于对进入因果观念中的那个必然联系
的本质的问题，也无法得自于直接的观察，这就
进而否定了因果观念来自感觉本身。
（6）因果观念也不是由理性所决定的。由于
我们只能根据经验来从一个对象的存在推断另一
个对象的存在，因而理性永远不能使我们相信，
任何一个对象的存在涵摄另外一个对象的存在。
（7）通过经验我们得到的发现是，因果之间
的一个新的关系是它们的恒常的结合。并且，我
们之所以能够根据一个对象的出现推断另一个对
象的存在，并不是凭着其他的原则，而只是凭着
作用于想象上的习惯。
（8）因此结论是，因果关系的观念是由“习
惯或联想原则所决定的”。（[12]，p.115）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休谟在对因果观念
进行理解与解释时，他是通过寻找最合适、也就
是最好的理由来进行的。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是
在各种可能的理由中进行选择，然后排除他认为
是不恰当的理由（包括来自对象本身、来自观察、
以及自理性等），最终确定出最佳的理由（它是由
习惯或联想原则所决定的）。从这一理由中，我们
能够推论出因果观念的产生与存在，也就是能够
给它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可以说是休谟所使用的
解释方式的根本性质。而对照起来，这一方式正
是“最佳解释的推论”的方式。“最佳解释的推论”
的过程，就是从已有的某个现象或事件出发，追
溯它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原因，或者说是给出一种
理由上的解释。依据这种解释，我们能够推论出
该现象或事件之所以存在的结论。
康德有关因果关系知识的性质的解释，通过
分析同样展现为最佳解释的推论的样式。它也是
从一个有待解释的事物（或情况）出发，通过排
除一些不恰当的理由，从而选择出某种最佳的、
最合适的理由，以之作为解释项。这一解释项与
被解释项之间具有可以推论出的解释关系。
（1）我们具有“因果性”的经验知识。现在
需要解释的是它是如何可能的。
（2）任何知识都具有普遍必然、客观有效的
属性，因果经验是一种知识，因此它也具有同样
的属性。
（3）来自单纯知觉或想象力的综合的知识只
具有偶然性，因为对于原因与结果两个现象在时
间关系上的联结，两者孰先孰后，想象力可以任
意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原因与结果的状态进行
联结，因此，通过单纯的知觉或想象力，相互继
起的诸现象之客观关系仍然还是未定的。
（4）反之，因果性概念是一种先天知识，它
来自我们的知性本身。原因概念如果是基于归纳，
那就会同知觉经验一样只能是偶然的。
（5）经验只有通过知觉的必然的综合才是可
能的。这种综合最终只能通过知性运用范畴来进
行。范畴起着一种规则的作用。主观的感知中有
一种客观的规则，它制约着我们的知觉系列。知
觉联结的必然性是在时间的顺序中获得的。这一
事件顺序是知性将因果律输入对象中的结果。
（6）因此，因果关系的规则“是经验本身的
根据”，它们“之所以是先天的”，是由于它们“曾
先行于经验之前的”，[13]是我们将它们放入经验中
去的，并由此规定了分别作为原因与结果的事物
之间的承继性综合的秩序。
（7）所以，最后的结论是：“现象间原因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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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关系，乃是我们在知觉的系列方面所作的经
验性判断的客观有效性的条件，从而即是知觉系
列的经验性真理的条件乃至经验的条件”。（[13]，
p.180）
对于上面的有关休谟与康德的因果论的解释，
虽然从另一种角度看，我们也可以它们分别归结
为经验论证的解释与先验论证的解释。但从实质
上说，它们都是在为因果关系的观念或知识的解
释寻求某种最合适的理由，这是它们两者的共同
点。由此可以说，休谟与康德有关因果性的理解
与解释，使用的是最佳解释的推论的方法。
与证据主义的解释模式相比，对于理解而言，
最佳解释的推论模式是比较适用的。在证据主义
的倡导者科内与费德曼那里，理解也被看作是具
有解释性的知识。纽曼（Mark Newman）曾把证
据主义的解释模式概述为：“S 理解为什么某个事
实f是成立的，当且仅当S认识到f的一个解释e”。[14]
不过，这一解释模式对于理解而言并不适用，
因为它止步于理解是得到一种解释的回答而已。
至于如何进行这种“解释”，什么是这种解释的标
准，它并没有给出答案。与之相比，最佳解释的
推论的优点在于，它为如何进行解释给出了两个
关键的要素，一是，解释必须寻找出“最佳的理由”，
二是，理由作为解释项，必须与被解释项之间具
有可以推出的关系。
最佳解释的推论所遇到的一个最严厉的批评
是，总是存在一些我们认为是可替代的、最好的
解释。当然从理论上说，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不过与之相应的是，理解也并非是一劳永逸的、
绝对的。本来，理解本身就具有程度性；同理，它
所给出的解释也是如此。所谓的“最佳理由”也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正是由于存在可替代的、更
好的解释的可能性，所以理解才表现为一个持续
的过程；同时由于“最佳理由”本身的可争论性，
理解也才表现为多样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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